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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社会团结是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之一。但是，目前西方社会学界对于团结

的研究却陷入了某种困境。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关于团结的研究文献的评述，

澄清团结的概念，并尝试提出一个思考团结形成问题的基本框架。对于团结的

概念，本文在梳理了四种定义团结的思路—内在定义、行为定义、结构定义和

综合定义—之后，建议把团结界定为行动者内心对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一种

情感纽带。关于团结的形成，本文不仅考察了社会学关于团结的文献，也借鉴了

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群体凝聚力研究和亲密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从自我、对

象、互动、制度四个方面来思考团结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框架。本文认为，群

体凝聚力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交换范式及其工具性原则

在理论上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而更为合理的视角应该将团结性纽带本身看作

是行动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基于这个原理，本文从自我、对象、互动、制度四个

方面探讨了影响团结形成的主要机制和因素，总结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也指

出了现有文献所忽视的问题和存在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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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是社会学的奠基性概念之一。涂尔干把

“团结”看作是使得社会成为可能的根本性力量。在他的理论视野中，如果

人是彼此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仅仅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签订契约和进行

交换，是无法建立起稳定和持续的社会秩序的；社会需要一种“前契约的”、

将人们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才能帮助人们克服个人利益的易变和矛

盾，使持续合作和共同生活成为可能。a这种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

间带有情感性的纽带的强调和关注，在社会学传统中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位

置。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无论是关于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还是社群与共同

体的研究，都离不开这种视角。但与此同时，社会团结这个概念本身在当今

社会学的研究实践中却处在一种吊诡的被忽视的状态。正如马尔可夫斯基

和劳勒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评论文章中指出：

总结我们关于群体团结（group solidarity）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尽管

社会学家们对团结这个概念有着明显的兴趣和［认可它具有某种］核心性，

但是关于团结的研究少之又少。试图［在目前的社会学文献中］去寻找一

种不断积累而持续改善的关于群体团结的理论和经验知识，是徒劳的。b

在他们看来，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学家们往往只是泛泛使

用“团结”一词，而没有对这一概念发展出更为准确严谨、可付诸实证检验

的理论。首先对于团结的概念，即什么是社会团结，就缺乏一个清晰的、

有共识的定义。其次，定义不明使得关键问题的研究—如团结如何产

生—歧路丛生，难以获得积累性和持续性的进展。该文发表至今已近 30

年，其他的研究者相继在 1999 年c、2004 年d、2014 年e 审视这一领域，仍

a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b Markovsky, B. N. & Lawler, E. J., “A New Theory of Group Solidarity” ,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994, 11: 9.
c Bayertz, K., “Four Uses of Solidarity” , in Bayertz, K. (ed.), Solidarity,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9, pp. 3—28.
d Friedkin, N. E., “Social Cohesion”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 409 —425.
e Smith, C. & Sorrell, K., “On Social Solidarity” , in Jeffries, V.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ltruism, Morality, and Social Solida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219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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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团结的概念仍然未能获得一个清晰的、有

共识性的定义；关于团结的发生和再生产机制，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

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和评述现有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团结的研究文献，找

出其中的一些关键分歧和困难，并尝试提出在笔者看来具有合理性的解决方

案和思路，以求教于社会学同仁。本文评述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

关于团结概念的合理定义，a二是团结发生的相关机制和影响因素。

一、社会团结的概念

（一）团结概念的简史

西方社会学中的“团结”（solidarity）一词从词源上可以追溯到罗马时

期的法律术语 obligatio in solidum，表示一种由家庭或小群体成员共同承担

的债务责任。b但是它真正的现代含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变革时

代。c1789 年的法国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个价值理想。其中，“博

爱”（fraternity）本是具有悠久基督教传统的概念—蕴含着基督教伦理中

的手足之情（brotherhood）和邻舍之爱（neighborly love）的思想—但与

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理念相结合后，形成了一种尤为激进的关于平等的

公民结为友爱共同体的政治和社会理想。这一关于友爱共同体的理想，在大

革命之后约一个世纪的复辟和革命交替中，逐渐地由“团结”这个宗教背景

a 需预先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团结”是针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 solidarity 这一专门术语。这

个概念中文通常翻译为团结，但是和汉语中的团结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重合—中文

的团结含义更为广泛，在使用中往往对应的是英文的动词 unite 或名词 unity，而不是狭义的

solidarity。

b Bayertz, K., “Four Users of Solidarity” , in Bayertz, K. (ed.), Solidarity,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9, pp. 3 —28.

c Brunkhorst, H., Solidarity: From Civic Friendship to a Global Legal Commun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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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更为世俗化的概念来承载和表达。a

在团结一词进入主流话语的过程中，左右两翼的思想家都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b一方面，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如勒鲁（Pierre Leroux）、

傅里叶（Charles Fourier）等人较早就在他们对未来的、解放性的社群生活的

构想和描述中使用团结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派思想

家，如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巴朗什（Pierre-Simon Ballanche）等，也

常常使用团结这个观念，用以攻击个人主义—这种在他们看来是由启蒙运

动和大革命释放出来的、将会摧毁秩序和社会本身的致命观念。到了 19 世

纪中期，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在他的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团结这个词，来指

称人们之间彼此依赖和相互关联的纽带。在孔德的理论体系里，团结虽然尚

未成为一个专门概念或基本原则—他所设想的“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Humanity），如同他导师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一样，仍然是以“爱”作为

基本原则，但是从这里到涂尔干的团结概念，可以说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见，团结这一概念与博爱的理想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这个意义

上，团结的观念承载了西方思想里关于爱的传统。因此，对团结这一概念的

谱系学重建就不应仅限于它语言学意义上的罗马法源头，而更应该回溯西方

传统里关于爱的观念的渊源和流变。不过，对西方思想中爱的观念展开系统

的历史梳理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思想史工作，非本文范围和笔者笔力所能

及。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引述布伦克霍斯特的观点，指出交汇在团结这一概

念中的爱的传统，实有两个重要源头：一个是希腊的友爱（philia）理想，尤

其是城邦共同体中公民友爱的伦理观念；另一个是基督教传统中基于神圣之

爱（agape）的一种无条件的、无差异、无边界的普遍之爱的理想。c这两者

a Brunkhorst, H., Solidarity: From Civic Friendship to a Global Legal Commun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Hayward, J. E. S., “Solidarity: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dea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59, 4(2): 261 —284; Stjernø, S., Sol-
idarity in Europ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 Hayward, J. E. S., “Solidarity: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dea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59, 4(2): 261 —284.

c Brunkhorst, H., Solidarity: From Civic Friendship to a Global Legal Commun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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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的历史中融汇，最终与启蒙观念结合、碰撞，催生了法国大革命的“博

爱”和其后的“团结”理想。

以上追溯尽管更多揭示的是团结作为一个伦理和规范性观念的源流，但

是对于后文辨析团结作为一个经验性和分析性概念的内涵也有重要的帮助。

如学界所熟知，将团结作为专门概念正式引入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

的人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拒斥了斯宾塞式的基于个人利

益和契约交换的社会观，提出社会团结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涂尔干区

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团结：一种是建立在同质性和相似性基础上的“机械团

结”，常见于社会分工及分化较少的传统社会；另一种则是建立在功能分化、

差异性和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属于社会分工和分化日益增加

的现代社会。涂尔干强调，人们之间的分工或者角色和功能的分化并不必然

削弱社会的基础，而是造就了一种新的团结形式，即有机团结。在这种团结

中，人们彼此联系，但又各自拥有自己的个性、差异性和自由。

但“团结”究竟是什么？遗憾的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以及之后

的著作中从未给出过一个正式的定义。人们从他的论述中得出的印象是：

团结是某种纽带、某种粘合剂、某种将个人和个人、个人与共同体联系在一

起的力量。如果我们留意他引入团结这一概念的方式，可以认为这种力量

和爱有某种密切的关系。在《社会分工论》中，当涂尔干第一次使用团结这

个概念时，他引用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讨论和其中一个具体的命

题—究竟是相似性还是差异性更容易促进友爱的形成。a 他紧接着分析的

经验生活中的实例—夫妻之间的关系纽带，他称之为“婚姻团结”（marital 

solidarity）。涂尔干强调，无论是婚姻团结还是更一般的团结都绝不等同于

某种外在的交换关系，而是意味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或者说要求内心的改

变—要求你的“意象”和我的“意象”内在地联合在一起，变得不可分离。b

虽然《社会分工论》开篇这种对爱的亲密关系的指涉，以及对团结作为

a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Palgiave Macmillan, 2013.
b Ibid.,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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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心纽带的强调予人以深刻印象，但涂尔干并没有给出一个以内在的情

感纽带为基础的关于团结的定义。随着他叙述的展开，越来越多社会层面和

结构性因素被牵涉进来，团结一词留给我们的印象也越来越多样和复杂。不

仅是内在的心理纽带，而且外部的交往行为、约束规则（如法律）以及促进

这些心理、行为和规则形成的结构性条件—如相互依赖—都似乎包含在

了团结的概念中。这固然反映出与团结有关的因素和机制的复杂与多样，但

是这种用法造成了团结这一概念在内涵和外沿上的模糊性—团结本身究

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的、行为的，还是结构层面的现象，抑或是一种包

含所有这些维度的概念？这种模糊性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

学文献中，对开展有积累性的研究造成了困扰。

（二）界定团结概念的四种思路

在今天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团结这一概念，仍没有一个获得大多数学者

共识的定义。a另一个常与之互换使用、多见于社会心理学文献中的概念，

“凝聚力”（cohesion），也面临类似的困境。b不少学者在试图界定团结这

一概念时，都会使用诸如“纽带”（bond）这样的术语，但究竟什么是纽带，

也并非不言自明。归纳起来，目前对团结的界定思路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可称为“内在性”的定义，即把团结看作行动者内在的、心理

中的一种现象，涉及认知、情感、动机、态度等方面。不少学者在采取这种

内在性的视角时，把团结看作是行动者内心的一种纽带和联结。例如，贝

尔茨将团结定义为个体间的“相互依恋”（mutual attachment，或译为相互

关爱）。c 弗里德金将凝聚力界定为个体感受到来自群体的一种“吸引力”

a Markovsky, B. N. & Lawler, E. J., “A New Theory of Group Solidarity” ,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
es, 1994, 11: 9; McPherson, M. & Smith-Lovin, L.， “Cohesion and Membership Duration: Linking 
Groups, Rel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an Ecology of Affiliation” ,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002, 19: 1 —36; Smith, C. & Sorrell, K., “On Social Solidarity” in Jeffries, V.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ltruism, Morality, and Social Solida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 2014.

b Friedkin, N. E., “Social Cohesion” , Annau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 409 —425.
c Bayertz, K., “Four Uses of ‘Solidarity’”, in Bayertz, K. (ed.), Solidarity,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

land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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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ion）或对群体的一种“依恋”（attachment）。a 威尔德将团结定义为

群体成员间一种“相互的同情和责任感”。b 在莫尔姆等学者看来，社会团

结是个人与个人间或个人与群体间的“整合性的纽带”（integrative bonds），

这种纽带可具有情感性和行为性的要素，c 而他们选择聚焦在其情感性的

方面。

这种将团结或凝聚力看作一种人们内心的、带有情感性的纽带的视角，

显然和团结与爱的观念的历史渊源有一种深层次的契合，而且也与涂尔干

一直试图强调的关于团结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差异—团结意味着一种内在

的结合与转变，而不仅仅像交换那样只是外在的和短暂的联合—相一致。

某些学者对这种“内在性”视角的怀疑或保留，可能源于对该定义是否过于

“心理学化”的担忧。本文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把团结看作是一

种心理上的纽带，并没有否认这种纽带的产生和维系需要通过社会性过程和

社会性机制—如群体互动、仪式表演、社会化等等—来实现，也不妨碍

我们研究这种纽带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就像社会

学里的“价值观”这一概念，其所指的也是行动者内心的观念和标准，即一

种心理结构，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概念发挥作用。

第二种对团结的界定是“行为性”的，即把团结看作是人们的某种行为

方式、行为表现或行为后果—如保持群体成员身份、遵守群体规范、互助

与合作、为公共品（public goods）生产做出贡献等等。这种行为性的视角的

典型代表之一是赫克托。d他在其颇有影响的《群体团结的原则》一书中，

将团结定义为群体成员对于群体所规定的义务的遵从（compliance）程度，

或者是平均而言每个成员为集体目标所贡献的个人资源的多寡。他明确地

a Friedkin, N. E., “Social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 409 —425.
b Wilde, L., “The Concept of Solidarity: Emerg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Shadow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 9(1): 171 —181.
c Molm, L. D., Collett, J. L. & Schaefer, D. R., “Building Solidarity Through Generalized 

Exchange: A Theory of Reciproc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3(1): 205 —242.
d Hechter, M. (ed.), 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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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团结理解为一种行为方式或行为结果，而不是行动者的某种动机或情感。

类似地，托姆也给出了一个以行为为核心（尽管也包含了一定内在动机和

观念）的定义：“（团结是）这样的行为方式，（a）它以帮助、支持、合作为目

的……（b）它以一种责任感或基于价值观的承诺为基础或与之有关。”a事

实上，在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凝聚力的文献中，群体成员选择持续留在本群

体、不改变群体归属的行为一直是定义和测量凝聚力的传统指标。b

把团结看作是人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情

感和态度，这种视角有它的吸引力。一方面，它符合人们在提倡团结这种观

念时想要达成的某些重要的行为性的目标—如互相帮助、彼此合作、遵守

秩序等。另一方面，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外在的行为比内在的动机和情感

更容易被观察到，因而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也更少产生争议。尽管行

为主义—认为一切内在的心理现象都必须化约和定义为可外在观察的行

为—的影响力早已过了它的巅峰，但是对于行为指标的这种偏爱在社会科

学中仍然有着深厚的基础。

行为性定义的思路虽然有其吸引力，但是也具有重要的缺陷。其中最

关键的是，同一种行为（如互助或合作）可能来自性质非常不同的动机。个

体间的真挚友爱固然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助与合作，但是自利动机在重复

博弈的结构条件下也同样能导致个体为了长期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在行为

上开展互助和合作。如果仅仅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待团结，那么这两种性质不

同的动机— 一种是理性自利，另一种是利他性的友爱—就都被看作是

产生团结的原因。这和整个涂尔干传统的意图—把团结看作是与出于自

利的交换完全不同的一种力量，并试图论证是团结而不是自利构成了社会的

基础—有着深刻的矛盾。即便不以涂尔干传统为既定前提，从实证科学的

a Thome, H., “Solidar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Bayertz, K. (ed.), 
Solidarity, 1999, pp. 101 —131.

b Festinger, L., Schachter, S. & Back, K.,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 Oxford: Harper, 1950; Lott, A. J. & Lott, B. E., “Group Cohesiveness as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A Review of Relationships with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5, 64(4): 259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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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看，这些不同性质的内在动机，其发生机制和再生产机制也有着质的区

别。促进理性自利和促进利他性友爱的社会条件，可能是相当不同的两类条

件。从行为上定义团结，会使得我们将行为背后的不同动机及其不同来源混

淆在一起，妨碍我们探究和澄清团结的真正成因。事实上，本文在第二部分

关于团结的来源的文献梳理中将会指出，从行为上去定义团结或凝聚力是使

社会心理学中的凝聚力研究陷入理论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种对团结的理解可称为“结构性”的，即把团结看作是属于群体或

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如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社会网络的连通性或聚

簇性等等。这里有代表性的是马尔可夫斯基和劳勒的一个大胆的建议。他

们提出把团结定义为两个网络特征：连通性（reachability）和结构统一性

（structural unity）。a其中，连通性是指在目前网络中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

节点能否通达以及需要几个中间连接才能通达。如果从任一节点都能一步

通达任一其他节点，那么网络具有最高的连通性。结构统一性是指在网络中

是否存在内部高度连通，但彼此之间却不连通的小聚落。如果不存在这样的

小聚落，那么网络就具有高度的结构统一性。他们认为，网络结构上的高连

通性和高结构统一性定义了高团结性。在这个框架里，行动者所具有的情感

或态度并不等同于团结，而是造成结构性团结的前因。

这种把团结看作是某些结构性特征的视角，可以说反映了人们希望团结

这个概念所承担的一种功能，即表达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的稳定程度和整合

程度。但结构性定义也面临一个与行为性定义类似的困难，即同一种结构性

特征可以来源于性质相当不同的原因。以网络的连通性为例，高连通性可能

来源于行动者出于友爱或价值观相投而产生的交往与互动，也可能来源于人

们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开展的交易或交换，还可能来源于组织通过权力而

事先所设定的工作流程和信息传递的模式，等等。这些不同性质的原因在发

生、维系和变化的机制和规律上有着质的差别。如果从结构形态上去定义团

结，会使得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因素混淆在一起—如把一个高连通的交换关

a Markovsky, B. E. & Lawler, E. J., “A New Theory of Group Solidarity”,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994,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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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网络、一个高连通的友爱关系网络和一个高连通的权力关系网络看作是等

价的事物，尽管三者的形成和演变机制可能有着重大的差异。

上述三种思路分别从内在心理、外在行为和结构性特征三个方面来定

义团结。第四种则是一种“多维度”的视角，即将以上三个方面中的两种或

更多的要素作为构成团结的元素，形成一种包含多个维度的综合性定义。例

如，费斯汀格对群体凝聚力的经典定义是“所有那些使得群体成员留在群体

内的力量的总体”。a这一定义意味着各种性质不同的因素和机制，包括自

我利益、情感纽带、价值认同等，均被看作是凝聚力的构成要素；而成员留在

群体内的行动则是凝聚力的行为表现。弗里德金在回顾凝聚力研究的文献

时，注意到研究者往往将凝聚力看作是一个关于群体成员“态度和行为”的

概念，内在的态度和外在的行为都被视作凝聚力的构成性要素。b萨拉斯等

学者在回顾最近针对团队凝聚力（team cohesion）的社会心理学文献时发

现，在 200 多个具体研究案例中，有 20 多个研究使用的是同时包括了态度

和行为的“混合型”定义和测量。c

这种综合了不同元素的定义方式，初看起来颇为“全面”，也避开了在

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取舍的困难，似乎最有吸引力。但是在本文看来，这种无

所不包的定义方式产生的弊端也最为明显。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将处

于因果链条上不同位置的事物纳入同一个概念内部，实际上增加了研究和澄

清这些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困难。d 我们应当把因果链条上占据不同位置

的要素加以清晰地区分，而非笼统地归于同一个概念之中。如果把内心的情

感、外在的合作行为和最终形成的网络连通性都看作团结这一概念内部貌似

平行的构成性要素，这会使研究者难以去追问，究竟它们各自在因果链条上

a Festinger, L., Schachter, S. & Back, K.,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 Oxford: Harper, 1950.

b Friedkin, N. E., “Social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 409 —425.
c Salas, E., et al. “Measuring Team Cohesion Observations from the Science”, Human Factors: 

The Journal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2015, 57(3): 365 —374.
d Friedkin, N. E., “Social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 409—425; Markovsky, B. 

N. & Lawler, E. J., “A New Theory of Group Solidarity”,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994,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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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什么位置，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等一系列问题。合理的多维

度概念，其各个维度应在因果链条上占据同一个环节或非常接近的位置，并

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但在团结的问题上，内在动机、行为表现、结构特

征这几个方面在因果链条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前后位置差异，显然并不适宜作

为并列的维度来看待。不仅如此，如前文所论，同一种外在行为可能源于性

质完全不同的内在动机，而同一种结构性特征也可能源于性质截然不同的行

为和动机；如果将行为和结构都纳入团结的概念会混淆了这些性质相反的因

素，这对于澄清概念和探究因果关系会造成极大的困扰。

（三）合理的定义

本文认为，相对来说最为合理的选择，是采取一种“内在性”的定义，

将团结看作行动者心理层面的一种现象，包含情感、动机和态度等方面的要

素。具体而言，团结可以界定为行动者内心对于其他个体或其所属群体的一

种有感情性的纽带（affective bond），其构成性要素包括情感上与对方发生

的联结（attachment）、动机上对于对方福祉的利他关切、认知上发生的自我

概念的改变（将对方纳入自我概念之中），以及态度上对于关系持续性的承

诺（commitment）。

采取这种较为狭义的界定，更有助于清晰地划定概念的边界和更好地研

究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把团结本身看作是行动者拥有的一种内在情感

和态度，把传统上认为与团结有关的互助和合作等行为看作是受到团结所影

响的一种后果；结构性特征（如网络连通性或资源依赖）则根据具体情境视

作影响团结感形成的原因或者是受到团结感作用的后果。通过这种划分，动

机、行为、结构等因素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更容易凸显，而且在理论上也更容

易处理不同性质的原因导致同一后果的问题。例如，在这个框架里，合作行

为并不等于团结，它既可以受到团结感的影响，也可以受到其他不同性质的

原因（如理性自利）的影响。类似地，某种结构特征的来源可以是行动者的

团结动机和行为，也可以是其他非团结性的动机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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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个层级的团结及普遍化问题

在明确了团结作为内心的情感纽带这一基本定义之后，我们还需要讨论

一个相关的问题，即这种纽带的对象和层级。迄今为止，学界在至少三个层

级上开展对团结性纽带的研究。

第一个层级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借用网络分析的术语，即

“节点到节点”（dyad-to-dyad）意义上的纽带。例如，涂尔干所讨论的朋友

间的友爱或者夫妻间的团结关系，正是这种以具体个体为对象的情感纽带。

这种团结性纽带的形成，并不需要发生在群体互动的情境之中。虽然这通常

不是社会学者最为关注的团结发生的情境，而是社会心理学中亲密关系的研

究者关注的领域，但是个体之间形成纽带的基本机制对于群体情境中的纽带

形成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当讨论群体内团结的形成机制时，有必要

借鉴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文献中提出的理论和原则。

第二个层级是在群体层面上形成的团结，也常常称为群体凝聚力（group 

cohesion）。这是指群体成员所形成的以其他成员为对象和以整个群体为对

象的情感纽带。以一个球队为例，一个队员对于其他每一个队员都可能形成

强度不等的纽带。此外，他对于整个球队也可能形成一种归属感和情感联

系。这两种情感纽带显然有着密切关联，但也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被看

作群体团结的两个基本维度。对于前者而言，其形成机制与个体对个体的纽

带形成机制相重叠；后者由于针对的是一个新的抽象对象—群体本身—

则可能涉及额外的机制和路径。

群体由于规模不同，其作为一个情感对象的抽象化程度也不同。当群体

规模较小、其大多数成员间面对面互动机会较多时，群体是比较具体的。但

是当群体规模较大、其大多数成员之间缺乏面对面交往的机会时（如民族国

家，或者某个抽象范畴如“男性”），此时的群体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想象的

共同体”而存在，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随着群体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抽象化程度不断提高，所需的团结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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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化”，直至趋向一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tic）的社会团结，这就进入

第三个层级的团结。贝尔茨认为这种将所有人类成员普遍联系起来的团结

在概念上是有意义的，虽然也许只有在“消极”的义务上（如不要杀害或伤

害他人）才能成为现实。a 布伦克霍斯特则把普遍性的世界主义团结看作

是团结理念的历史使命。b 从普遍主义的立场看，甚至全人类的团结也不

是团结的终极界限，其他的物种和所有生灵都可以成为团结的对象。团

结的普遍化，最终意味着超越一切群体划分，不再依赖任何将“我们”与

“他们”对立起来的区别和界限，使得团结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并发挥

作用。

本文认为，团结可以在这三个层级存在和发挥作用。虽然社会学家们

关注和研究的最多的是中间层级的群体团结，但群体团结的形成一方面离不

开个体和个体之间“点对点”的纽带形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某种普遍

化的纽带形成机制—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

里，本文将不仅考察关于群体团结或群体凝聚力的文献，也将借鉴有关个体

层面亲密关系的研究文献，以及关于更普遍和抽象的价值和道德原则的研究

和理论。

二、社会团结的来源

本文接下来要考察的是影响团结形成的基本机制和因素。我们首先讨

论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凝聚力的研究为什么陷入困境；之后提出一个以自我、

对象、互动、制度四个方面来思考团结形成的理论框架，并探讨现有的文献

在这四个方面的成果和留有的空白。

a Bayertz, K., “Four Uses of ‘Solidarity’”, in Bayertz, K. (ed.), Solidarity,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9.

b Brunkhorst, H., Solidarity: From Civic Frendship to a Global Commun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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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具性原理和交换范式—凝聚力研究的困境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群体凝聚力一度是广受关注

的热点问题。但是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开展，该领域却陷入了某种困境，乃

至逐渐衰落，迄今未能恢复元气。a其中的一个原因，如前文所论及的，是凝

聚力概念的含混和不统一。另一个原因，在本文看来，是该领域的研究在理

论范式上逐渐陷入了一个误区。研究者们通常把凝聚力看作是使得个体成

员愿意留在群体内的各种“吸引力”的总和，吸引力可以来自其他成员，也

可以来自群体自身的属性。于是，凝聚力的产生被表达成吸引力产生的问

题：哪些因素会造成他人或群体对个体而言具有吸引力？对此，经验研究发

现和列举出越来越多能够对个体造成“吸引”的因素，从对方的外表、性格、

拥有的资源、技能到社会地位等等。当学者们试图总结这个不断加长的因素

清单背后的基本原则时，他们顺理成章地借用了作为心理学基本原则之一

的“奖励—强化”原则，据此提出，凡是能给个体带来奖励（reward）或正面后

果的事物就会具有吸引力；反之，带来惩罚或负面后果的事物则会损害吸引

力，如洛特夫妇在凝聚力研究的鼎盛期总结道：

在许多当代的理论学者中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如果一个个体能为

另一个个体直接提供奖励或需求的满足（need satisfaction），或者被认

为具有这样行动的潜在能力，或者与这样的事态（即提供奖励和需求满

足）有关联，吸引力就随之发生。b

这个原则具有表面的合理性，也与“奖励引发趋近，痛苦引发远离”这

a Friedkin, N. E., “Social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 409—425; McPherson, M. 
& Smith-Lovin, L., “Cohesion and Membership Duration”,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002, 19: 
1 —36.

b Lott, A. J. & Lott, B. E., “Group Cohesiveness as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A Review of Relationships 
with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5, 64(4): 259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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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主义的一般性原理相契合。但是在其指导下，凝聚力研究并没有获得

长足的发展，反而日趋衰微。在本文看来，这是因为以该原则来解释凝聚力

和团结具有一种深层次的矛盾。这一原则的内核是一种效用主义逻辑，即认

为行动者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奖励和快乐、避免惩罚和痛苦，这本质上与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假定相一致。这就形成了一种多少带有讽刺性

的局面：团结和凝聚力原本是作为与自利性交换对立的概念而出现的，现在

却要用自利性交换的基本原则来解释它。在对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中，这种效

用主义逻辑产生了关系的交换范式a和投资模型b，即以个体在关系中能获

得的收益、付出的成本、投入的资源、外部的机会等因素来解释亲密关系的

形成和持续。在交换范式和投资模型中，人们形成团结性纽带与合伙开办一

个公司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按照成本—收益的计算而进行的。这一效用主义

逻辑至今仍在亲密关系研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例如，芬克尔和伊斯特维克

最近提出，如果要在人际吸引力的研究中找出一个统一性的原理，那就应该

是他们称之为“工具性”（instrumentality）的原则。c其含义是，行动者受

到他人的吸引程度，取决于他人对于行动者达成其目前认为重要的目标所能

给予的帮助。简言之，工具性就是对方之于我达成当前目标的有用程度，这

种有用程度决定了对方对我的吸引力。

在本文看来，以效用最大化和工具性原则来解释团结性纽带的形成有

较为严重的缺陷。首先，工具性逻辑和团结性纽带在性质上有着一种内在矛

盾。按照工具性逻辑，行动者把建立团结性纽带作为实现自己其他目标的工

a Kelley, H. H. & Thibaut, J. W.,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Wiley, 1978; Thibaut, J. W. & Kelley, H. H.,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s, New York: 
Routledge, 1959.

b Rusbult,  C. E., “Commit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Associations: A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1980, 16(2): 172 — 186; 
Rusbult, C. E. & Farrell, D., “A Longitudinal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The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 Job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of Variations in Rewards, Costs,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3, 68(3): 429 —438.

c Finkel, E. J. & Eastwick, P. W.,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Search of a Theoretical Rosetta 
Stone”, in Simpson, J. A., et al. (eds.), APA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ume 3: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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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手段。但是团结性纽带的形成意味着行动者要做出内在改变，即将对方

纳入自己的关切中，把对方的目标纳入了自己的目标集合中；也就是说，行

动者要改变自己内在的偏好和目标结构。如果说行动者为了最大程度地实

现自己的现有目标而去选择改变自己现有的目标结构，会使整个效用最大化

的框架失去逻辑的稳定性：在理性选择模型里，偏好结构虽然可以是多种多

样的，但需要预先给定，否则就无法定义什么是行为上的最优选择（即带来

最高效用的选择）。

其次，工具性原则在推理上有重要的缺环。如果说行动者会为了实现

自己的目标而选择与他人开展行为上的合作和交换，这一点具有说服力；但

这只是预测了行为上的合作和交换，而不等于预测了团结性纽带的产生。从

工具性逻辑出发，我们看不出行动者为什么会有动力更进一步愿意与对方建

立一种内在的情感纽带和发展出一种对于对方福祉的真挚关心。譬如，在

一个交易市场中，一个人为了获得某种商品和服务，愿意和他人进行交换互

动，这与一个人想要和他人建立一种内心的情感纽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愿

望。由于社会心理学文献往往把行为意义上的合作关系和心理意义上的情

感纽带都包含在凝聚力的定义里，就很容易造成混淆。例如，确有不少研究

发现，个体在选择互动的对象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拥有与当前任务相关的

资源和技能的人。a这类现象被视为支持工具性原理的证据，即个体被那些

对自己有用的他人所吸引。但这样的证据其实只是表明人们倾向于与那些

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的个体开展行为上的合作与互动，并不能说明人们是

否倾向与那些个体建立内在的情感纽带或关心他们的福祉。

最后，交换范式在经验层面难以解释亲密关系和凝聚力领域内的许多重

要现象。例如，按照投资模型，只有当关系对象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行

动者才会选择维系关系，而当对象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或者出现了能够带

来更高收益的新对象时，人们就会放弃现有的关系。这显然难以解释在亲密

关系和群体凝聚力中非常重要的承诺或忠诚（loyalty）的行为。例如，在明

a Lott, A. J. & Lott, B. E., “Group Cohesiveness as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A Review of Relationships 
with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5, 64 (4): 25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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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方未来无法回报时（如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等），仍继续予以对方帮助

和关怀。承诺正是意味着在自我利益的计算于己不利时，个体对于关系本身

的一种坚持。如果一切都取决于个体的成本—效益分析，那么承诺也就变成

一个空洞而多余的概念了。

在亲密关系研究领域，已有少数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仅仅从行为的

意义上来定义和理解亲密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辨别行为背后的动机类

型。克拉克和米尔斯提出，关系可分为两种基本的、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种

是 交 换 性 关 系（exchange relationship），另 一 种 是 共 同 体 关 系（communal 

relationship）。在前者中，行动者按照工具性动机和等价交换原则来行动在

后者中，行动者对于对方的需求有着内在的关切，在帮助对方时考虑的仅仅

是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不是对方能否知恩图报。a与这种共同体关系理论有关

的是阿伦（Aron）所提出的“将他人纳入自我之中”（including other in the 

self）的自我融合理论。根据该理论，内在纽带的形成意味着行动者的自我

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从过去与他人的自我概念相分离，变为将他人的自我

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行动者本人的自我之中，从而使得他人的特征、需求、

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行动者自己的特征、需求和目标。b可以看到，这种

将他人纳入自我的内在变化和涂尔干在区分团结和交换行为时所强调的观

点极为契合，即团结意味着对方的“意象”和我的“意象”发生融合。无论从

共同体关系理论还是从自我融合理论的视角看，情感纽带的建立与基于利益

计算的交换关系有着本质区别，显然不适合用工具性原则来解释。

a Clark, M. S. & Mills, J.,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1): 12—24; Clark, M. S. & Mills, J. R., “A 
Theory of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232—250; Clark, M. S., Mills, J. R. & Corcoran, D. M., 
“Keeping Track of Needs and Inputs of Friends and Strang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89, 15(4): 533—542.

b Aron, A., et al., “Close Relationships as Including Other in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0(2): 241—53; Aron, A., McLaughlin-Volpe, T. & Mashek, D., “Including 
Others in the Self ”,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4, 15(1): 101 —132;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3(4): 5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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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具性视角使得我们陷入误区，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推动人们结成

团结性纽带的基本动机和原理呢？本文认为，在放弃把团结看作实现其他目

标的工具性手段之后，更合理的出发点是把团结性纽带本身就看作是行动

者追求的目标（之一）。这种看法在社会心理学中其实已有长期的传统。例

如，马斯洛在他的需求层次论中就明确地把获得爱与亲密关系作为人所共有

的一种心理需要，即爱与归属的需要。a之后，鲍迈斯特等研究者在总结大

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归属的需要”（the need to belong）的动机理

论，把寻求爱和亲密关系作为人最根本的动机之一。b在这个理论传统中，

归属感和爱的纽带本身就是人们的一种内在需求和目标，而不仅仅是用以实

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从演化心理学角度看，这种需求和动机的起源可能是来自人类作为一种

社会性动物的演化历史。c从早期的亲子纽带到性配偶间的纽带，再到朋辈

纽带，人类在演化中形成了建立各种情感纽带的生理—心理能力，以及相应

的生物—神经—大脑的结构基础。脑科学研究已经开始提供一些初步的证据，

帮助我们理解其中关键的神经网络和化学递质，如催产素（oxytocin）所发

挥的作用。d在这些底层的生物—神经机制的基础上，人类发展出更高层级、

更具自主性的形成团结和纽带的心理机制，而这些机制进一步地受到价值观

念、文化理想等因素的调节，使得人们可以形成关于爱与归属的价值理念，

a Maslow, A. H.(ed.),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b Baumeister, R. F., “Need-to-Belong Theory”, in Kruglanski, P., Van L. A. & Higgins, E.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pp. 121—140;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7(3): 497—529.

c Gintis, H., et al, “Explaining Altruistic Behavior in Human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3, 24(3): 153 —172; Griskevicius, V., Haselton, M. G. & Ackerman, J. M., “Evolution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in Simpson, J. A., et al. (eds.), APA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3: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pp. 3 —32; De Waal, F. B. M., “Putting the Altruism Back into Altruism: The 
Evolution of Empath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8, 59(1): 279 —300.

d Donaldson, Z. R. & Young, L. J., “Oxytocin, Vasopressin, and the Neurogenetics of Sociality”, 
Science, 2008, 322(5903): 900 —904; Meyer-Lindenberg, A., et al., “Oxytocin and Vasopressin in 
the Human Brain: Social Neuropeptides for Translational Medicin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
ence, 2011, 12(9): 524 —538.



80   北大社会学刊

将爱的联系看作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

本文认为，只有从行动者具有爱与归属的需求并能以建立团结性纽带为

目标这一立足点出发，我们才能走出交换范式和工具性逻辑带来的误区，更

好地探索团结性纽带形成的原因和机制。

（二）团结的形成：自我、对象、互动和制度

从团结性纽带本身就是一种目的的视角出发，我们试图进一步探究，在

什么情况下，人们有更强烈的形成情感纽带的愿望？人们更倾向于和什么样

的对象形成团结性纽带？哪些机制和因素会有助于这种纽带的形成？在以

下的讨论中，我们借鉴网络分析的术语，以“自我”（ego）来指称行动者本

人，“对象”（alter）指称行动者与之互动或建立团结纽带的他者，提出一个

从自我、对象、互动和制度四个方面来分析团结问题的框架。其中自我、对

象、互动三者构成了团结形成的微观机制，是该框架的核心；制度则作为宏

观环境，对这三者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

1. 自我

在现有关于团结、凝聚力以及亲密关系的文献中，对于行动者本身的动

机、特征和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是相当匮乏的。这是因为研究者往往从工具

性视角出发，把情感纽带看作个体用以实现快乐（或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追求快乐或利益最大化则被假定为所有人都具备的一种普遍乃至唯一的

动机，个体的动机差异在这个框架里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

行动者以建立情感纽带为目的的视角，自我的团结需求（即对于情感纽带的

心理需求和价值向往）就成为纽带形成的基本出发点。尽管这种需求和动

机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但其强度和内容也可能具有重要的个体性和情境性的

差别。这些差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要考虑的是个体在心理特质上的差异。譬如，是否存在某些人格特

质方面的异质性使得不同个体对于纽带和亲密关系（尤其是共同体关系）的

需要和渴求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异？例如，是否有的个体对纽带和归属感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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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强，对纽带的缺失或孤独状态有着更为负面的心理反应；而有的个体则对

纽带的需求较弱，更能承受孤独，甚至更愿意独处？目前的文献中对这方面的

个体差异的研究还相当缺乏。a 在亲密关系和群体凝聚力文献中，很少有对

于个体在关系需求强度方面差异性的探讨。b 在关于孤独感的研究中，研究

者也很少探究对孤独的反应是否存在重要的个体间差异。c 到目前为止，我

们对于个体在归属及团结需求方面的异质性是否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具体

心理和人格特质是哪些，都知之甚少。这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其次要考虑的是时期性和情境性要素。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期和人生

阶段，对于情感纽带的需要强度以及需要何种纽带可能有明显的变化和差

异。例如，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人们对亲密性纽带的需求类型存在显著

的变化：从幼年时最为需要亲子间的依恋关系，到逐渐重视同龄人的友谊，

到进入青春期后对于爱情的向往，呈现出有规律的阶段性差异。这种时期性

和阶段性变化在亲密关系的文献中探讨得比较充分，但是在凝聚力和团结形

成的研究中尚没有得到重视。虽然群体凝聚力和社会团结往往是在成年人

的群体中形成，但是从青春期直到老年期，成年人也经历了生命历程的不同

阶段，这期间个体对于团结和归属感的需求是否存在强度和类型等方面的变

化？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个体的归属需要不仅可能受到人生阶段的影响，当下的情境性特征也

可能增强或削弱这种需求。例如，在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个体是

否会具有较强的归属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恐惧可能有助

于关系纽带的形成。d 这可以解释日常经验中的一些现象，如共同经历战

a 目前存在的少量相关研究只是针对一些相当极端的人群。例如有研究显示，患有孤独症谱系障

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包括了常说的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症等）的个体，在共情、采

用他人视角等方面的能力偏低。但即使在这样的特殊人群中，个体对于爱与归属的纽带的心理

需求强度是否偏低，以及是否存在内容方面的差异，我们也仍知之甚少。

b Finkel, E. J. & Eastwick, P. W.,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Search of a Theoretical Rosetta 
Stone”, in Simpson, J. A., et al. (eds.), APA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ume 3: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c Ibid.
d Schachter, S., The 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the Sources of Gregarious-

ness, Ret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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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战友之间往往能结成牢固的纽带。这也和最近关于群体间冲突可能增

强群体凝聚力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一致性。a 虽然对冲突增加群体内凝聚

力的一种解释是外部敌人造成了群体内成员间更强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命运

感，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危险和不安全感本身就能直接增强人们对于归属的

需要，从而提供了一种额外的对于纽带形成的促进作用（关于共同利益，我

们将在互动一节专门讨论）。有意思的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们

是在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开始重视爱与归属的需要，然而这里似乎提

出了一种正好相反的预测。这两者中哪一种更为准确，需要更多的经验证

据才能回答。更一般地说，除了危险和缺乏安全，还有哪些情境性特征可能

会直接导致个体对归属的需求增强和减弱，这也是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的

问题。

个体在当下已经拥有的归属感的满足程度或缺乏程度（例如表现为孤

独感），可能影响个体对建立新的情感纽带的需求。b有证据显示，经历了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结成新的关系纽带的愿

望和行为倾向，对新的互动伙伴有着更高的积极评价并赋予他们更高的价

值。c也有研究者发现，一些试图建立高强度的内部凝聚力的小团体（如某

些教派团体），常常采取措施让新加入者削弱或切断自己的既有关系纽带。d

从操控个体的团结需求的视角看，这种做法可以通过降低个体已有的归属感

满足程度，提高个体对新的情感纽带的需求，从而增加他们与新组织建立起

团结性纽带的机会。

a Benard, S., “Cohesion from Conflict: Does Intergroup Conflict Motivate Intragroup Norm 
Enforcement and Support for Centralized Leadership?”,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2, 
75(2): 107 —130.

b Clark, M. S., Beck, L. A. & Aragón, O. R., “Relationship Initiati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Initial Attraction and Well-Functioning Communal Relationships”, in Deater-Deckard, K., 
Celano, B. H. F. M. & Whisman, M. A. (eds.), AP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Family Psychol-
ogy: Foundations, Method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Across the Lifespan, vol. 1,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9, pp. 409 —425.

c Maner, J. K., et al., “Does Social Exclusion Motivate Interpersonal Reconnection? Resolving the 
‘Porcupine Probl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1): 42 —55.

d O’Reilly, C. A., “Culture as Social Control: Cororations, Cults, and Commitment”,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6, 18: 15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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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个人拥有的关于情感纽带、凝聚与团结的价值观念和关系理想

也会对纽带的形成发生重要影响。人作为一种文化性的动物，不仅仅受到

生物本能和某些既有的心理机制的塑造，还能够在社会化过程和所处的文

化环境中学习和形成关于爱与纽带的观念和理想。这包括爱和纽带的价

值、什么样的关系和纽带模式才是“正常的”或理想的、在什么条件下建立

新纽带或切断旧纽带是正当的，等等。这些价值观念和理想，在不同的文

化中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一些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将不同的社会划

分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取向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取向的文

化，认为前者赋予个体自主性和个体成就较高的价值，而后者更重视关系、

纽带和集体的价值。a 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个体也可以在个体主义和集

体主义的取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探究，在同等条件下是否个

体主义取向较强的人会比集体主义取向较强的人表现出更低的建立团结性

纽带的意愿和倾向？更进一步地，除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别外，还

有没有其他与团结和凝聚力形成密切相关的重要价值维度？以及对这些价

值如何发展相应的量表等测量工具？如能发展出相关测量工具，我们就可

以更好地在经验层面上检验价值观念和关系理想在何种程度上能影响团结

的形成。

将价值观念和关系理想引入对于团结和凝聚力形成的分析框架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相较于人格特质，价值观念更多受到社会化过程和文化环境

的塑造和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在凝聚力形成中的象征互

动过程和文化过程，包括象征性符号的使用、意义的形成、道德学习（moral 

learning）如何发生、社会化的机制等，而这些都是现有的凝聚力研究（尤其

是交换范式）所忽略的领域。而且，下文将会论及，抽象性观念和价值理

想的形成在团结的“普遍化”过程中—从小规模的面对面交往的群体扩

a Earley, P. C. & Gibson, C. B., “Taking Stock in Our Progress o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100 
Years of Solidarity and Commun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8, 24(3): 265—304; Schwartz, S. 
H.,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ritique and Proposed Refinem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0, 21(2): 13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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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大规模的抽象群体，乃至最终摆脱群体边界的限制形成普世主义的原

则—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离开了它们，就难以理解普遍主义的团结如

何成为可能。

2. 对象

群体凝聚力研究一度把吸引力看作是凝聚力的代名词，而亲密关系研究

者也长期把吸引力看作核心问题之一。基于这两个传统的成果，人们可以罗

列出颇为冗长的使对象具有吸引力的各种特征的清单。a不少研究者把效

用逻辑或工具性原则（对我有用即为有吸引力）看作解释这个清单的基本原

理。如前文所论，把对象的工具性价值看作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根本来源，这

在理论上和经验证据上都有重要的缺陷。对象的工具性价值固然能够提高

行动者与之开展互动与合作的行为倾向，但是行为上的互动与合作并不等同

于团结本身—团结是一种内心的情感纽带。就互动为团结的形成提供了

一种条件而言，对象的工具性价值—由于它有助于互动的发生和持续—

对团结的形成可以起到一种间接的促进作用。反之，双方在利益上或者说工

具性价值上的矛盾则会妨碍双方合作与互动的发生，从而对团结的形成起到

阻碍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工具性价值对团结的促进或阻碍是间接的，其

直接促进或阻碍的是互动行为，而不是团结本身（互动的作用将在下一节具

体分析）。本文认为，对于团结性纽带形成具有更直接作用的是对象的“可

团结性”，包括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的因素：（1）对象在身体和心理方面的个

体特征；（2）对象的价值观念和品格；（3）对象与行动者的相似性；（4）对象

与行动者形成纽带的意图。

第一，对象在身体方面（例如外貌）和心理方面（例如人格特质、人际互

动风格、共情和理解他人能力等）的若干特征对行动者的纽带形成意愿有着

重要的影响。这在亲密关系研究和凝聚力研究的文献中都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证据。其中，大量的证据表明，外貌上的吸引力对于亲密关系，尤其是异

a Finkel, E. J. & Eastwick, P. W.,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Search of a Theoretical Rosetta 
Stone”, in Simpson, J. A., et al. (eds.), APA Handbook of Personac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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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间与性爱相关的关系的形成，具有正面影响。a 有一定证据显示，外貌

对于更一般的、与性爱无关的关系情境中的人际吸引力也具有正面作用。b

但在群体凝聚力领域中，对外貌作用的研究还很少，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方

向。在心理特征方面，对象的个性和人格特质、人际互动方面的风格、共情

和采纳对方视角的能力也会对自我的纽带形成意愿产生影响。例如，所罗门

和罗洛夫在文献综述中指出的，人们偏爱那些体现了“温暖和友好”（warm 

and friendly）的特质，包括外向（extraversion）、宜人（agreeableness）等人

格特质、幽默感，以及安全型的依恋风格（attachment style）等。c

第二，对象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格是“可团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行动者纽带形成的意愿可能发生重要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关于友爱的

论述中就提出，友爱可能基于快乐、利益和美德三种基础，但只有基于美德

的友爱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友爱。遗憾的是，心理学的相关文献却忽视了价

值观念和道德品格在纽带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涉及观念的研究中，

注意力一般也是放在双方各种观念的相似性上（关于相似性的重要性，接下

来会专门谈到），而忽略了自我对于对象的价值观和品格的正面评价（独立

于相似性）本身的重要作用。d 近来有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价值观念，

a Feingold, A., “Gender Differences in Effect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n Romantic Attraction: 
A Comparison Across Five Research Paradig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9(5): 981 —993; Finkel, E. J. & Eastwick, P. W.,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Search of 
a Theoretical Rosetta Stone”, in Simpson, J. A., et al. (eds.), APA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Langlois, J. H., 
et al., “Maxims or Myths of Beauty?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0, 126(3): 390 —423; Reis, H. T., Nezlek, J. & Wheeler, L.,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38(4): 604 —617.

b Langlois J. H., et al., “Maxims or Myths of Beauty?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0, 126 (3): 390—423.

c Solomon, D. H. & Roloff, M. E., “Relationship Initiation and Growth”, in Vangelisti, A. L. & 
Perlman, D.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79 —89.

d 由于个体正面评价的观念和品质和个体自身所拥有的观念和品质这两者在经验层面有着较高

的重叠性，导致“正面评价”和“相似性”这两者在经验中通常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是这两者

在概念上是独立可分的两个维度。自我可能具备，也可能不具备对方所有的、我高度评价的观

念和品质。这一点可以类比在外貌上的正面评价和相似性。这两者对于吸引力有着各自独立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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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关于共同体价值的观念，对于社群内凝聚力形成的作用，a 以及世界

观（worldviews）在人际网络形成中的影响。b 在我们看来，这是未来关于

团结性纽带形成的研究需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相似性，即自我和对象在外在和内在特征以及观念上的相似程

度，对于纽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相似性的重要性在亲密关系和凝聚力研

究中获得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是文献中获得最广泛承认的因素之一。c

相似性促进纽带的形成，这可能具有演化心理学上的依据，因为相似性可能

是群居动物赖以判断亲缘关系和群内成员身份的一种重要标识。相似性可

能通过一定的大脑和神经机制，直接促进个体对相似的对象产生一种亲近感

和交往的意愿。相似性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促进互动的发生）间接发挥

作用。例如，兴趣爱好相似的个体，往往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共同活动。相似

性也可能导致利益上的共性，从而提高双方进行互利合作的机会。

第四，对象是否具有与行动者建立团结性纽带的内在意图和动机—

我们称之为“团结意图”—这对于行动者建立（由自我指向对方的）团结

性纽带的意愿有着较强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文献中有大量研究证据表明，

这种“相互的喜爱”（reciprocal liking）是纽带形成和维系的关键性因素之

一。d无论是对方实际表现出的建立情感纽带的意图，还是自我所预期的对

方可能对自我所表现出的交往意愿的反应（接受还是拒绝），都会显著影响

a Vaisey, S., “Structure, Culture, and Community: The Search for Belonging in 50 Urban Commun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72(6): 851—873.

b Vaisey, S. & Lizardo, O., “Can Cultural Worldviews Influence Network Composition?”, Social 
Forces, 2010, 88(4): 1595 —1618.

c Byrne, D. E., The Attraction Paradig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Lott, A. J. & Lott, B. 
E., “Group Cohesiveness as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A Review of Relationships with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5, 64 (4): 259—309; Montoya, R. M. 
& Horton, R. S.,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 Similarity-
Attraction Effect”,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3, 30(1): 64 —94; Solomon， 
D. H. & Roloff, M. E., “Relationship Initiation and Growth”, in Vangelisti, A. L. & Perlman, D.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d Solomon, D. H. & Roloff, M. E., “Relationship Initiation and Growth”, in Vangelisti, A. L. & 
Perlman, D.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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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的形成。意愿上和情感上的“相互性”（mutuality）是可持续的亲密性

和团结性纽带的一个基本属性。虽然行动者并不是以一种交换范式来计算

纽带的成本和收益，也并非要求双方的付出在价值或效用上等价，但是团结

性关系在根本上要求一种心理上的相互性，即双方都具有对彼此的情感依

恋、利他关切和自我概念的融合。如果情感纽带和利他关切长期只在一个方

向上存在，这种单向的关系违背了共同体关系的基本规范，行动者通常会选

择避开这样的内在不公平乃至带有剥削性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象的“可团结性”并非来自对方能带给行动者的工具性价

值，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对象的个体特征、对象的价值观

念、对象与行动者的相似性、对象对于行动者表现出的团结意图。但是，以

上讨论所针对的是以个体为对象的情感纽带的形成。当情感纽带指向的对

象是一个群体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和分析框架是否会有质的不同呢？

对此，首先要指出的是，群体本身具有具体性和抽象性两个方面。从具体

性的方面看，群体是由实际的个体成员构成的。自我与群体中的每一个具体成

员，都可以形成一种心理纽带和情感联结。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对于整个群体

的纽带强度，可以看作是自我对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纽带强度的总和或平均值。

显然，从这个方面看，上述的四个因素的框架并不需要做出重大的改变。

但是，群体还有其作为一个整体而抽象存在的一面。例如，群体可以有

自己的组织结构、价值规范、使命和目标等群体层面的属性，这些不能完全

化约为个体成员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群体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对象而被

个体所认知和赋予价值。本文认为，当行动者以作为整体的群体为抽象对

象而建立团结纽带时，以上所讨论的四个方面—对象的个体特征、价值观

念、与自我的相似性、对象的团结意图—虽然需要细节上的微调，但作为

一般的范畴仍然适用。首先，作为一个整体，群体可以具有自己的外在及内

在特征。例如，一个国家虽然并没有个人意义上的美貌，但是可以拥有地理

意义上瑰丽的自然风光；虽然没有个体性的人格特质，但是可以因某些稳定

的行为倾向或文化传统而被视作拥有某种民族的“性格”或“性情”。其次，

作为一个整体，群体可以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例如，有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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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另一些群体则倡导传统与服从的价值理想。既

然群体可以拥有自己的特质和价值观念，那么行动者是否赞许或认同这些特

质和价值观念，以及对这些特质和价值观念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均会影响该

行动者对该群体的归属和团结意愿。再之，我们也可以讨论群体在特质和价

值观上与个体行动者的相似性，以及研究这种相似性对于纽带形成的影响。

尽管在某些特征（如外貌）上，这种相似性难以定义，但是在心理倾向尤其

是价值观念上，群体和个体的相似性或者一致性是可以被合理界定的。最

后，作为一个整体，群体也可以表现出对于个体行动者的团结意图。个体成

员可以感知到一个群体对待自己的态度，比如否接纳自己或“关心”自己，

而这会影响个体与该群体建立纽带的意愿。在现有的经验文献中，针对以群

体为对象的凝聚力和团结形成过程的研究还相当匮乏，这里提出的四个要素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需要通过未来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3. 互动

以上的讨论凸显了当自我具有较强的“团结需求”（对团结纽带的心理

需要和价值取向），而对象具有较强的“可团结性”（适合于纽带形成的特

征、品德、相似性以及缔结纽带的意图）时，纽带形成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这

种潜能往往需要通过自我与对象的互动才能成为现实。

互动是通过什么主要机制影响团结的形成，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哪

些形式的互动对于团结形成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目前

在社会学研究里最有影响力的是劳勒及其合作者提出的“交换—情感—凝聚”

（exchange-affect-cohesion）理论范式。a根据该理论，个体之间成功进行（广

义的）交换行为，会使参与者内心感受到正面情感（positive affect）。当正

面情感经由个体的心理归因（attribution）过程被归因于群体或互动关系本

身，就会使个体建立起以该群体或关系为对象的情感纽带，即凝聚力。从这

a Lawler, E. J., “An 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7(2): 321 —352; Thye, S. R., et al., “Relational Cohesion, Social Commitments, and Person-to-
Group Ties: Twenty-Five Years of a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014, 31: 9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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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框架出发，可以分析互动过程的哪些特征有利于产生正面情感或者影响个

体的心理归因，从而促进（或阻碍）凝聚力的形成。a

在本文看来，这个“交换—情感—凝聚”的理论框架虽然将情感唤起和心

理归因置于核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和交换范式

忽视情感和心理过程的局限，但因其深受交换范式的影响，在底层体现的仍

然是一种“奖励—强化”的逻辑：行动者因为获得奖励而唤起了正面情感，并

通过归因过程对感知到的奖励来源赋予正面价值；而赋予正面价值就意味着

形成情感纽带。按照这个逻辑，任何能带给行动者奖励，或者说对行动者具

有工具性价值的对象和关系，都能促使行动者与之建立情感纽带。但是，这

忽略了行动者对于对象的正面情感和正面赋值可以有不同的性质，并非所有

正面赋值都是团结性的并促进团结纽带的形成。例如，个体会赋予食物（或

食物供应者）正面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并不一定是团结性的（包含了对于对

象的利他关切、与对象间的自我概念的融合），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自我希望

形成和对方的团结性纽带。正如我们之前强调的，如果与对象的互动能给我

带来奖励和效用，这只会增强自我与之持续互动的倾向，但是互动并不等于

团结。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交换成功就能促进团结和凝聚力的形成。

那么，交换或者说互动对于团结的形成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本文

认为，互动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是提供了互动参与者之间彼此认知

和了解的机会。根据前文所论，自我与对象形成团结性纽带的关键性因素之

一是对于对方的“可团结性”（包括身心特征、价值观念、相似性、团结意图）

的认知。而这种认知一般需要在与对方的互动和交往中才能形成。第二是

提供了互动者之间开展团结实践—在行为上表达和实践对于对方的利他

关切、情感依恋、关系承诺等内容—的机会。如前文强调的，在团结的问题

a Lawler, E. J., “An 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7 
(2): 321—352; Lawler, E. J., Thye, S. R. & Yoon, J., “Social Exchange and Micro Soci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73(4): 519 —542; Lawler, E. J. & Yoon, J., “Commitment in 
Exchange Relations: Test of a Theory of Relational Cohe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1): 89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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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驱动行动者的是他们对于爱与归属的心理和价值需求。正是通过具体的

团结实践，这些需求才能在实际上获得满足，并由此强化相应的团结行为。

立足于上述对于互动基本功能的理解，以下将从五个方面来讨论互动对

团结的影响：（1）互动量；（2）互动的结构性特征；（3）互动中的情感唤起；

（4）互动中的“自我表露”；（5）象征互动。

互动量 互动量本身，包括互动的次数、频率、持续时间、重复性等，会

对纽带形成造成影响。从已有证据来看，互动本身，尤其是面对面交往，只

要不是负面的和冲突性的，所带来的熟悉感就能促进纽带的形成。这种效应

最极端的表现被称为“简单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只要对

象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或感知域内，哪怕没有任何直接的互动行为发生，

人们对该对象的评价就会比对陌生的对象更为正面，对其喜好（liking）程度

更高，觉得该对象更具吸引力。a这种仅仅基于见面频次和熟悉感的心理效

应可能具有演化历史上的根源。熟悉不仅有助于形成关于对象“无害性”的

认知，更重要的是，熟悉感可能是人类判断亲属关系和本群成员的一种基本

线索（cues）和标记。这种底层的心理机制意味着亲密关系和团结性纽带通

常需要足够的实际互动，尤其是面对面互动，才能发生和维系。这解释了关

系研究中的另一个经典发现：“邻近性”（propinquity）是有利于关系纽带形

成的一个重要的环境性因素b—邻近的个体之间显然有更多的互动机会。

另一方面，这也对现代性条件下—地理空间、交往对象数量、个体流动性

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扩张，使得持续的面对面互动变得日益困难—对人们

之间如何形成和维系团结提出了深刻的挑战。

互动的结构性特征 互动不仅有数量方面的区别，更具有结构方面的

a Bornstein, R. F., “Exposure and Affect: Over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1968 / 1987”,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9, 106(2): 265 —289; Moreland, R. L. & Beach, S. R., “Exposure 
Effects in the Classroom: The Development of Affinity Among Stud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2, 28(3): 255—276; Zajonc, R. B., “Attitudinal Effects of Mere Exp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9(2, Pt.2): 1—27.

b Nahemow, L. & Lawton, M. P., “Similarity and Propinquity in Friendship 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5, 32(2): 205 —213.



社会团结的概念及其发生机制    91

差异。目前关于互动形式对于团结形成的作用的研究主要都是基于劳勒等

提出的“交换—情感—凝聚”范式。如前所述，该范式聚焦在互动结构对于正

面情感和心理归因的影响，以此解释不同的互动形式对于凝聚力形成的不

同作用。

劳 勒 及 合 作 者 提 出，互 动 任 务 的“ 不 可 分 性 ”（un-separability）或 称

“一体性”（jointness）越高，越能够促进凝聚力的形成。a这是因为在一体

性高的互动活动中，参与者难以把任务成功带来的正面情感归因于某个具

体的个人，从而倾向于将其归因于整个群体或者关系网络本身。基于一体

性标准，可以区分出四种类型的互动结构。一是共同生产型（productive），

例如典型的公共品的生产。二是谈判型（negotiated），例如典型的市场交易

和讨价还价。三是互惠型（reciprocal），例如典型的礼物交换。四是普遍化

（generalized）的交换：A 帮助 B，而 B 的回馈并不是帮助 A，而是帮助另一

位群内成员 C，以此类推。劳勒等人认为，这四种互动结构中，共同生产型的

一体性程度最高，谈判型其次，互惠型再次，普遍化交换最低。他们的实验

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相关预测，发现个体参与共同生产性任务之后表现

出最强的凝聚力，参与普遍化交换之后则表现出最弱的凝聚力。b但是互惠

型似乎比谈判型的互动更能够提高凝聚力。关于后三种互动结构，莫尔姆等

人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基于互动过程中存在利益和情感的冲突的程度，预

测对于促进凝聚力形成而言，普遍化互动要优于互惠型互动，而谈判型互动

最差；他们的实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该预测。c

劳勒等学者对互动模式的分类和相关的实验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意义。

但如之前所述，他们的“互动—情感—凝聚”范式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根据

本文提出的框架，互动对于团结的影响主要是提供了两方面的机会结构：一

a Lawler , E. J., Thye, S. R. & Yoon, J., “Social Exchange and Micro Social Order”, American So-
ciological Review, 2008, 73(4): 519—542.

b Ibid.
c Molm L. D., Collett, J. L. & Schaefer, D. R., “Building Solidarity Through Generalized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3(1): 205—242; Molm, L. D., Whitham, M. M. & Melamed, D., 
“Forms of Exchange and Integrative Bonds: Effects of History and Embeddedn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77(1): 141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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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对于对象（包括个体性和群体性对象）的认知和了解的机会；二是双

方开展团结实践的机会。在这个思路下，对于劳勒等观察到的经验证据，我

们可以给出替代性的解释。例如，共同生产型互动体现出最强的促进团结的

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公共品生产任务中，参与者所感知到的个体间的相似

性最高（因为个体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对生产做出贡献），所感知的其他个体的

团结意图（包括利他关怀）也最高（因为个体如果是理性自利的，就不会选择

投入资源在公共品的生产中），而且对于群体作为一个对象的感知也最显著。

而在谈判型互动中，个体对于双方的相似性感知最低，对于对方的团结意图

的感知也最低，也很难感知到一个群体对象，因而产生了最低的团结感。

本文的理论框架也有助于解释近来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的互动中的

“同步性”对于团结感和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a当个体参与同步性行动时

（如同步行进、同步歌唱、同步击鼓等），他们显然会提高对于彼此相似性的

感知，以及群体作为对象与自我的相似性的感知；而相似性是“可团结性”

的重要构成因素，能够促进纽带形成。

究竟哪些互动结构方面的特征会促进团结的形成？我们的理论虽不

能立即提供一个系统的清单，但是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那

些有利于个体对于互动对象的认知和了解的互动结构。例如，非人格化的

（impersonal）、一次性的互动可能就不如人格化和长期的互动能够促进个体

对于互动对象的认知和了解，即使两者可能带来同等价值的物质利益。另一

方面是那些有助于行动者之间开展团结实践（如实践和表达情感依恋、利他

关切、彼此承诺等内容）的互动结构。未来的研究可以系统地探索在这两方

面发挥作用的结构性要素。

互动中的情感唤起 互动的情境、过程和结果会影响参与者的情感，而

个体的情感体验无疑会对纽带的形成发挥作用。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并不

a Jackson, J. C., et al., “Synchrony and Physiological Arousal Increase Cohesion and Cooperation 
in Large Naturalistic Groups”, Scientific Reports, 2018, 8(1): 1 —12; Liu, Y. & Lin, T., “Rituals 
and Solidarity: The Effects of Synchrony and Complementarity on Cooperation”, Advanc-
es in Group Processes, 2019, 36: 95 — 115; Wiltermuth, S. S. & Heath, C., “Synchrony and 
Coop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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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的情感唤起，或所有的正面情感，都会直接促进团结性纽带的形成。

那么哪些类型的情感唤起才能促进团结？从本文的理论框架出发可以预测，

如果情感唤起增强了自我对于团结性纽带的心理需求，或者增强了自我对于

对象的可团结性的感知，或者该情感是由团结需求获得满足所导致的，就有

可能促进团结的形成或强化团结的纽带。

就增强自我对团结性纽带的心理需求而言，发挥作用的不一定是正面情

绪。某些重要的负面情绪，如恐惧（缺乏安全感）、孤独感，也可能发挥重要

的影响。当然，如果互动对象就是造成恐惧感的原因，那么纽带显然无法形

成。但如果恐惧感是互动环境或另外的参与者造成的，那么个体对于一个中

性或者提供了情感缓和作用的对象就可能会产生更强的纽带联结倾向。例

如，在社会心理学中关于情感唤起增强吸引力的经典研究中，当被试走在一

条唤起了危险和不安全感的吊桥上时（对比走过了吊桥之后），会对遇到的

研究助理表现出更强的喜欢和给予更高吸引力的评价。a虽然传统解释诉诸

归因理论，但本文的理论视角也可以给出替代性的解释—是恐惧感增强了

个体对于归属性纽带的需求，从而增强了相关心理和行为倾向。

就增强对象的可团结性的感知而言，情感方面的相似性，或者说共同的

情感体验，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促进团结的因素。这也意味着不仅共同的正面

情感可以促进团结，人们共同经历和分享的负面情感（如悲伤、愤怒等）—

只要对方不是造成该负面情感的原因—也能促进团结纽带的形成。这方

面的经验研究最近开始增加，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性证据。b我们注意

到，这和劳勒等人的“交换—情感—凝聚”的理论预测有重要的差异。在该框

架中，互动行为必须通过正面情绪才能促进凝聚力，而负面情绪则无法促进

a Dutton, D. G. & Aron, A. P.,  “Some Evidence for Heightened Sexual Attrac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Anx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4, 30(4): 510 —

517.
b Garcia, D. & Rimé, B., “Collective Emotions and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Digital Traces After a Terrorist 

Attack”,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9, 30(4): 617—628; Páez, D., et al.,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
chology, 2015, 108(5): 711—729; Rimé, B., et al.,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Outcomes 
of the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20, 31: 127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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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形成。而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中，情感的共性才是促进团结的原因，因

而共享的负面情感也可以促进群体的团结。

就满足团结需求的后果而言，当自我的正面情感是由于对方表达了利他

关切、情感依恋和持久承诺等行为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感体验可能对团结

性纽带的形成和强化产生促进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尚存在一些基础性的理论

和概念上的挑战，有待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进一步研究和澄清。例如，我

们的正面情感（positive affect）是否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的情感形态被感知

的？（例如，美食带来的快乐和一个拥抱带来的快乐是不同的快乐吗？）还

是说不同类型的正面情感体验，是由一种一般性的正面情感（例如快乐）加

上具体的认知性要素而构成的，其差别来自认知性的要素而不是情感本身？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日常经验似乎明确地提示我们，不同的“快乐”对于纽

带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当我们的归属需求（而不是对食物或水分的需求）

获得满足时所感受的那些快乐，有着特定的对于纽带的强化作用。

互动中的“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 互动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帮助

行动者认知和了解对象的可团结性，但是，可团结性的一些关键要素涉及对

方的内在动机和价值观念，无法被直接观察到，而可观察的外在行为，其背

后的动机又通常具有多种可能，这意味着行动者在获取这些信息上面临着严

峻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对方在互动中的“自我表露”行为—通过语言或

非语言的行动披露自己的内在特征、价值观念和团结意图—就发挥着一种

关键性作用。

在亲密关系的研究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证据表明，自我表露是促进亲

密关系形成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a 其中，阿伦设计了一个以双方不断加深

的自我披露为核心的问答互动—从你希望与谁共进晚餐开始，到爱与情感

的价值，再到关于死亡的看法—并提供了一定的实验证据显示它可以促进

a Aron, A., Aron, E. N. & Norman, C., “The Self-Expansion Model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os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ollins, N. L. & Miller, L. C., “Self-Disclosure and Lik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116(3): 457 —475; Reis, H. T. & Shaver, P., “Intimacy as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Duck, S. (ed.),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 New York: Wiley, 1988, pp. 367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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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双方建立情感纽带。a 这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夸张地称为“可以让你爱

上任何人”的 36 个问题。b 尽管在亲密关系研究领域中，自我表露被公认是

一个重要的促进纽带形成的环节，但是在关于群体凝聚力的文献中，这方面

的研究却几乎仍是空白。我们预期，群体互动情境中的“自我表露”—其

采取的形式可能是个人化的，也可能是群体性的，乃至仪式性的—对于凝

聚力形成可能也是关键的机制之一。这是值得未来的凝聚力研究探索的一

个领域。

象征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 大多数关于互动的讨论所针对的都

是实质性互动，即人们实际开展的、常常有其物质性的结果或目标的互动

行为，如共同生产某一产品或完成一项任务。但人类互动还有另一种重要

形式—象征互动。这种互动的目的通常不是物质性的，而是心理—文化性

的，其过程往往以象征符号的使用为核心。有的象征互动是面对面进行的，

需要人们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聚集。例如，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

式》中所描述的大量仪式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c 也有的象征互动则更为

“弥散”，并不需要群体成员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同步参与。例如，阅读书

籍、浏览新闻、欣赏艺术作品等活动，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围绕同一对象（如

同一部小说），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异步开展。

象征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团结形成有独特的作用。它使得个人不仅可以

和眼前的、具体的个体对象发生互动和建立情感纽带，而且可以和抽象的、群

体性的对象（包括部落、组织、民族国家等）发生互动并建立纽带，乃至可以

和从未谋面，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实际面对面互动的对象发生抽象的互

动，并建立一种关切和情感联结（如对于“所有人”的普遍性的关切）。可以

说，在团结“普遍化”的过程中，象征互动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机制。

在涂尔干看来，仪式这种象征互动对社会团结的生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a Aron, A., et al., “The Experimental Generation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A Procedure and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7, 23(4): 363—377.

b Catron, M. L., “To Fall in Love with Anyone, Do This”, The New York Times, 9 January, 2015.
c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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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仪式中，参与者通过投身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互相呼应的动作和行

为中，获得强烈的情感唤起和情感共鸣，由此而产生一种被涂尔干称为“集

体欢腾”（group effervescence）的现象。这种集体性的情感共鸣，就好像造

就了一个情感的能量场，促使在场的个体成员之间形成一种情感性的纽带，

从而使集体的凝聚力得以生发和再生。a这一“仪式—团结”理论后来得到柯

林斯等学者的进一步提炼和发展。b柯林斯提出，成功的仪式活动需要具备

一些基本特征，如参与者的共同在场、拥有共同关注的焦点、按固定的程序

进行有节奏和带有重复性的动作。而参与仪式性互动是团结性纽带得以产

生的基本机制。这一经典理论在社会学的传统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但遗憾的

是，目前关于凝聚力和团结的实证研究中，却少有从仪式和象征互动的角度

开展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在本文看来，忽视象征互动，而把目光仅仅聚

焦在任务性和物质性互动上，也是凝聚力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象征互动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任务性互动无法取代的作用。首先，正

如涂尔干敏锐地观察到的，原始部落中的仪式活动和日常的生产活动是严格

分开的。他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只有通过隔离这二者才能保证仪式活动所

产生的带有神圣性的情感能量注入正确的对象—群体和群体的象征。在

本文看来，严格分离这两种活动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涂尔干所提到的另一点

上，即个体在日常生产性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和在仪式中的情感体验是截然不

同的。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会不同？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日常的生产性活

动，由于有物质性和利益目标，难以避免地会涉及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差异和

矛盾，从而使得参与者的情感体验是复杂的，乃至与团结性的情感相悖，而

仪式性互动能够避免这一点。通过与生产性活动的严格区分与隔离，仪式提

供了一个能使得参与者充分感受到有利于团结的情感唤起，以及认知到对象

a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12.
b Collins, R.,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

gy, 1981, 86(5): 984 —1014; Collins, R., “Emotional Energy a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Rational Ac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993, 5(2): 203 —230; Collins, R.,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Knottnerus, J. D., “Collective Events, 
Rituals, and Emotions”, in Thye, S. R. & Lawler, E. J. (ed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010, 27: 3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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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团结性的理想的互动情境。在仪式行为中，个体间的利益冲突被消除或

隐藏起来，个体表现出的特征和行为高度相似，自我所感受到的来自对象的

团结意图也异常强烈，每个参与者都经历着共同的情感唤起，这些都是促进

团结性纽带产生的重要条件。

仪式和象征互动的第二个独特的作用在于，通过象征性符号的使用能

够使得团结普遍化。借助抽象符号，个体可以更容易对群体这个概念加以认

知并赋予情感价值。尤其是当群体的规模扩大，个体在认知上难以直接感知

整个群体时，群体的这种符号表征—通过本部落的图腾或者图腾符号—

作用更为重要。而且，符号本身具有一种跨越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发挥作用

的能力。根据涂尔干的理论，当仪式形成了一个情感能量场，不仅在场的个

体参与者，而且其他动植物以及在场的象征符号，都能够获得这种能量。在

这个意义上，仪式能够“赋能”给象征符号，使得符号成为情感能量的可移

动的携带装置，从而能够在其他的时空场合发挥唤起人们之间集体情感的作

用。例如，国旗作为国家的象征，具有在不同场合唤起公民的团结性情感的

能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理，符号的这种抽象性不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

的界限，甚至可以超越具体的个人对象—即使那些没有在仪式中出现的个

体，通过与这种经过仪式赋能的象征符号相关联（如佩戴该符号），也能够成

为其他成员的团结性情感的对象。这样，象征性符号和象征互动就开启了在

大规模的共同体内部建立普遍化的团结的途径。

可见，仪式、象征符号和象征互动，在凝聚力和团结感研究中理应占有

一席之地。近些年来关于“同步性”活动促进团结感的实验研究，对于“仪

式—团结”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性证据。a 但是，对于仪式的作用的系统

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于象征符号的作用，尤其是仪式究竟是否能够对符号

“赋能”，使之具有独立的促进团结的作用，相关的实证研究几乎空白。在本

文看来，关于仪式互动和象征性符号的研究对加深我们对团结产生机制的理

a Liu, Y. & Lin, T., “Rituals and Solidarity: The Effects of Synchrony and Complementarity en 
Cooperation”,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019, 36: 95—115; Wiltermuth, S. S. & Heath, C., 
“Synchrony and Coop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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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乃至推动整个关于团结的研究领域向前发展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4. 制度环境

以上勾勒的是一个微观意义上的团结形成的理论框架，以自我、对象、

互动三个要素为核心。显然，任何微观的互动过程在现实中都是在一定的结

构和制度环境里展开的，从而受到这种宏观环境的塑造。接下来，本文简要

考察制度环境对于团结性纽带形成的影响。这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制度”

这个概念，其中不仅包含那些“硬”的制度规则和结构要素，也包含了那些

“软”的制度成分，包括文化和观念。

目前在宏观和制度层面讨论团结形成的文献，大多来自政治学及相关领

域，其关注焦点是在“多元化”（diversity）的现代条件下社会团结能否以及

如何形成的问题。a 学界对于族群、宗教、移民等形成的社会多元化对社会

团结与凝聚力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b 在制度方面，研究者们往往关注

的是国家的福利政策、对个体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针对移民的社会

融合政策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c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无论在经验证据积

累还是在理论建构方面都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关于制度环

境如何影响社会团结的分析框架。以下，我们将借助前文提出的“自我—对

象—互动”这一团结形成的微观理论框架，对制度环境的作用展开思考和文

献梳理。

对互动的影响 制度环境对于团结形成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于互

a Banting, K. & Kymlicka, W. (eds.), The Strains of Commitment: The Political Sources of Soli-
darity in Diverse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b Stolle, D. & Harell, A., “The Consequences of Ethnic Diversity: Advancing the Debate”, in 
Lancee, B., Koopmans, R. & Schaeffer, M. (eds.) Social Cohesion and Immigrat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Mechanisms, Conditions, and Caus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 105—122.

c Banting, K. & Kymlicka, W.,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Sources of Solidarity in Diverse 
Societies”, in Banting, K. & Kymlicka, W. (eds.), The Strains of Commitment: The Political Sources of 
Solidarity in Diverse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 —58; Hall, P. A., 
“The Political Sources of Social Solidarity”, in Banting, K. & Kymlicka, W. (eds.), The Strains 
of Commit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01 —232; Sablonnière, R., et al., 
“The Impact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Policies on Prejudi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Clarity and Coherence of Integration Poli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
cial Psychology, 2020, 50(3): 61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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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互动的机会、频率、结构等—的制约和塑造。正如前文所提出

的，自我和对象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团结形成所必须的认知对方和实践团结的

机会结构。而制度环境对于哪些个体或群体之间有互动的可能、互动的频率

和持续性、互动的基本形式等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在那些对少数群体有

制度性歧视的社会中，少数群体往往处于被动或主动的隔离状态，缺乏与主

流群体成员的互动和交往，导致两者之间缺少起码的认知对方的机会以及开

展团结实践的可能。这往往严重地阻碍了两者之间团结性纽带的形成。正

如社会心理学中的“接触理论”所提出的，打破隔离、促进不同群体成员之

间的平等交往与共同合作是化解群体间偏见和促进团结的重要手段；这在过

去 50 多年的经验研究中获得了大量的证据支持。a

当然，破除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隔离，使人们能够拥有广泛且平等的接

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之间就会建立起强有力的团结性纽

带。尽管接触有利于减少偏见，但这仅仅是建立团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

充分条件。要形成团结性纽带，我们对于互动的形式和内容还有哪些进一步

的要求？如前文所论，互动促进团结的主要机制是提供了个体之间互相认知

的机会和开展团结实践的可能。从理论上看，这意味匿名性的、短期而非重

复的、纯粹利益交换性的互动行为在促进团结形成方面能起到的作用较小，

而人格性的、持续与重复性的、个体在其中能够彼此了解、能够表达和实践

利他及友爱的互动形式能更好促进团结性纽带的形成。这种理论预期可以

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印证。例如，普特南等学者发

现，当个体自愿地组织起来，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公民团体和公益组织并参与

其中，将有力促进人们之间建立信任、开展合作和发展出有效的社会规范。b

a Hewstone, M. & Swart, H., “Fifty-Odd Years of Inter-Group Contact: From Hypothesis to 
Integrated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1, 50(3): 374 —386; 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8, 49(1): 65 —85; Pettigrew, T. F.,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1, 35(3): 271 —280.

b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Putnam, R. D., Leonardi, R. & Nanetti, R.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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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团体和自愿组织提供了一种非原子化和非匿名化的互动方式—不同

于新古典主义的理想型市场—从而有利于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开展团结

实践，促进了社会团结的形成。

制度环境还能够通过对象征互动的塑造而影响团结的形成。在大规模

的社会中，个体无法和大多数社会成员发生具体的面对面的互动，只有通

过象征性媒介和象征互动才能感知和构建他所属的“想象的共同体”，而制

度对于象征互动的开展及其内容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国家的政治、

宗教等方面的制度对于集体仪式（如公共的庆典、节日、纪念活动等）的开

展、对于表征群体的象征符号（如旗帜、徽章、服饰等）的选择和展示，往往

发挥着重大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和制度对于象征性媒介（如

新闻媒体、书籍出版、艺术创作等）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管理和控制功能，从

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和形成。语言是人类象征

互动中使用的一种根本性的符号工具，国家在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公共行

政方面的语言政策（如使用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对于社会成员所能使用

的语言工具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目前关于多元化，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与社会团结的关系的争论中，象征符号、象征媒介和象征

互动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a

对自我和对象的影响 制度环境除了能影响自我和对象之间的互动，

也能够对个体行动者（包括自我和对象）产生直接的塑造作用。这主要体

现在通过社会化和文化过程影响和形塑个体社会成员的心理取向和价值

观念。

在团结形成的微观机制中，我们提出，行动者的团结需求—内心对于

团结性纽带的心理需求和价值评判—是驱动团结纽带形成的根本原因之

a Banting, K., et al., “Do Multiculturalism Policies Erode the Welfare State?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Banting K. & Kymlica, W., (eds.)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9 —91; Bloemraad, I. & Wright, M., “‘Utter Failure’or 
Unity Out of Diversity? Debating and Evaluating Policies of Multicultur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4, 48(1): 292 —334; Koopmans, R., “Multiculturalism and Immigration: A 
Contested Field i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39(1): 147 —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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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种需求部分来自个体与生俱来的心理本能，部分来自文化和价值观念

的影响，也受到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境特征（如危险或不确定性）的调节。社

会学理论通常认为，制度环境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和更为广义的文化过程，

对个体的价值观念发挥重要的塑造作用。从跨国比较的视角看，不同的社会

对于团结性纽带赋予的价值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文化心理学中有

研究者提出，有的社会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个体成就，可以称为“个

人主义”取向的文化，而有的社会则更强调关系纽带、群体传统和集体成就，

可称为“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a 从这种划分出发，一种可能的预测是，在

这两类不同的社会中，个体成员在社会化和文化过程中所习得和内化的关

于团结性纽带的重要性的观念会有较大的差异：在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中，

人们会更加看重团结性纽带，赋予它更重要的价值；而在个人主义取向的社

会中，人们则相对忽视团结的重要性，赋予它的价值较低。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预测并非必然符合现实。社会学传统中对个人主义与社会团结的关系

有着持久的争论。涂尔干本人在《社会分工论》中曾明确表明，现代社会的

有机团结正是建立在一种“对个人的崇拜”（cult of the individual）—对

于个体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之上。b 个人主义文化对于团结性纽带

的形成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需要未来更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来

澄清。

在团结形成的微观机制中，自我和对象的相似性—包括外部和内部

特征以及价值观念的相似性—对于团结性纽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制度环境通过社会化和文化过程对个体成员进行的心理、行为和价

值观上的塑造，对成员间的相似性以及他们对于彼此相似性的感知，也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政治学领域围绕多元文化主义和社会团结的关系开

a Earley, P. C. & Gibson, C. B., “Taking Stock in Our Progress o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100 
Years of Solidarity and Commun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8, 24 (3): 265—304; Kim, K. & 
Cho, B., “Development of a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Revisited: A Korean Sample”, Psy-
chological Reports, 2011, 108(2): 393—401; Schwartz, S. H.,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ritique 
and Proposed Refinem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0, 21(2): 139—157.

b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1st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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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争论中，争论双方的核心分歧之一就在于对实现社会团结所要求的成

员间相似性或共同性的看法不同。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方认为社会团结

的形成需要以某些根本的共同性（如共同的语言、共享的实质性价值观和

历史认同）为基础；而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方则认为团结可以在更“薄”

的基础上形成，如各个群体在保留各自在语言、价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差

异的条件下，通过认同平等、宽容、互相尊重等抽象价值和共享一种公民共

同体的成员身份而形成团结。a 因而，这两种思路对于现代多元社会为建

立社会团结所需采取的教育、宗教、文化政策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在这

个问题上，目前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在方法上也面临较大的挑战，尚不

足以给出明确的答案。b 考虑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样面临构建“多元

一体”的社会共同体的挑战，这也是值得国内研究者关注的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的议题。

三、总结

本文批评性地回顾了西方学界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文献，试图理解社会

团结和凝聚力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并尝试着提出关于社会团结的一种更为

合理的概念界定，以及分析社会团结如何形成的一种初步的理论框架。本文

建议把社会团结定义为行动者内心对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一种情感纽带，其

中包括了情感联结、利他关切、自我融合和对关系持续性的承诺。本文认为，

目前关于社会团结和群体凝聚力的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一是概念上的混淆

和缺乏一致性；二是主导的理论范式—以奖励—强化、效用最大化和工具性

原则作为理解团结性纽带形成的基本逻辑—具有较大的缺陷。本文提出，

a Kymlicka, W., “Solidarity in Diverse Societies: Beyond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and Welfare 
Chauvinism”,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2015, 3(1): 17.

b Bloemraad, I. & Wright, M., “‘Utter Failure’or Unity Out of Diversity? Debating and Evaluating 
Policies of Multicultur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4, 48(1): 29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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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建立团结性纽带的根本驱动力并不是以团结作为追求其他目的（如物

质利益等）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为了满足自身对于情感纽带及爱与归属的内

在需求。从这个立场出发，本文建立了一个从自我、对象、互动、制度四个方

面来分析团结形成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现有文献中的已有研究

成果和经验证据，也指出了文献中所忽视的问题和盲点，尤其是对于自我和

对象的价值观念以及对于象征互动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研究不足。我们希望这

一抛砖引玉的尝试能激起更多关于社会团结的讨论和研究，使得社会团结这

一奠基性概念能够有朝一日重新回到社会学视野的中心。

Social Solidarity: A Critical Review

Abstract: Solidarity is a foundational concept in sociology. But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solidarity seem to lack momentum and have made little progress.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solidarity, focusing on the debates surround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and theories about its generating mechanisms, so as 

to shed light on certain fundamental obstacles in the field and find a way forward.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solidarity, we review four major approaches — intrinsic, 

behavioral, structural, and multi-dimensional — and propose to define solidarity 

as agents’ emotional bond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or with the group they belong.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that generate solidarity, we draw on not only the 

literature on solidarity in sociology but also studies on group cohesion and on close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psychology. We argue that the dominant theoretical approach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s flawed, in that it relies on,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a 

utility-maximization and exchange paradigm. We believe this instrumental view of 

solidarity needs to be rejected and replaced with a perspective in which solidary 

bonding is itself a goal that agents pursue. Based on the new perspectiv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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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 a framework that looks at the process of solidarity formation from four 

angles: ego, alter, interaction and institutions, reviewing relevant findings and 

identifying blind spots in each area.

Keywords: social solidarity, cohesion, emotional bonding,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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